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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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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产者市场信任缺失将导致绿色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并由供给缺位引致食品供给侧结构性失衡。

基于湖北省 804 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市场信任、制度环境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研究

发现:(1)农户不仅对市场上售卖的农产品缺乏消费信任,而且缺乏绿色农产品生产信任,67.79%的样本农户对绿色

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表露担忧;(2)市场信任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激励制度相比,市场约

束制度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影响更显著,且市场激励与约束制度能有效弥补农户市场信任不足;(3)政府和企业对

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企业和政府监管都能显著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但企业对农户生产行

为的约束效果要优于政府。因此,要提升农户的绿色农产品市场信任,加强激励与约束制度环境的建设,倡导多元共

治以弥补政府职能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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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对于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求不断增加,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质量兴农战略以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至关重要。

然而我国绿色农产品市场上供给不足与需求高涨的矛盾尤其突出。数据表明 1,人源性因素是造成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因

素,2017年产品抽检不合格样品中农药残留问题占比达9.57%,较2016年上升了4.07%,农户的不规范生产用药行为是产生食品安

全事故的重要源头[1,2]。因此,引导和规范农户的绿色农产品生产行为对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具有较大的现

实意义。 

如何有效促进农户的绿色生产方式转变是学术界近几年研究重点与热点话题。学者们主要从农户个人与家庭特征[3,4]、禀赋

差异[5]、生态认知[6,7]、政策与市场环境[1,8]等方面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进行有益探索,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被认为

是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最根本原因
[9,10]

。因此,避免绿色农产品市场出现柠檬市场效应,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市场

失灵问题,成为激励农户进行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关键性工作。而重建食品信任是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10],市场如果能生

成有效的信任机制,就能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发生[9]。现有研究主要通过绿色农产品的品牌构建、农产品追溯体系、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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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短链 2等路径对农户绿色农产品生产行为的积极影响进行实证研究[10,11],旨在通过构建绿色农产品与消费者间的信任机制,通

过提升绿色农产品市场信息的传递效率,从而以市场需求拉动农户生产供给的目标[12,13],基于消费者视角的市场信任机制构建问

题得到学术界的充分关注。 

然而,现实生活中绿色农产品市场却出现较为严重的信任危机,处于一种生产者不愿生产,消费者不敢消费的两难境界[12,14],

也即对于绿色农产品的市场不信任不仅来自于消费者,生产者同时也表露出担忧。农户绿色农产品生产意愿与行为的悖离[6],造成

的绿色生产高意愿低行为现象[11]以及农户被迫式绿色生产[10]都是农户对绿色农产品市场缺乏信心的表现。但现有文献大多仅关

注消费者的市场信任重构,对于生产者视角的市场信任危机问题研究甚少。生产者市场信任缺失将导致绿色农产品供给的严重不

足,而由供给缺位引致的食品供给侧结构性失衡,也是造成我国食品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重要原因[13]。此外,监管制度对信任品市

场的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现有研究均表明政府补贴、违禁政策
[1,2]

、企业的抽检制度等
[15]
对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具有积极的作用。

因此,本文将基于绿色农产品生产者视角,通过湖北省804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以生态稻种植过程中的生物农药施用为

例,探讨市场信任、制度环境对农户进行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影响,以期对现有文献资料进行拓展,为完善我国绿色农产品市场的发

展提供一定的现实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生物农药是利用动植物活体或其代谢产物,经过非化学方法制作而成的一种消灭或抑制有害病虫害的天然农药[7]。生物农药

相较普通化学农药而言,能同时起到杀虫和杀菌的效果,在农作物病虫害综合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生物农药具有的优

点主要体现在:一是靶向目标明确,不会损害人畜健康;二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15]。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具有典型的

绿色农业生产特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能提升农产品质量,保障人类食品安全。 

信任是除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外的又一重要社会资本[12,16],是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础,对产品市场的交易可重复性和交易方

式具有重要的影响[17]。市场信任可以被认定为市场参与者对于自己不被欺骗的可能性主观概率[12],指市场主体对市场环境进行综

合评估后得到的一种认可度与未来预期[10,18]。因此,现实生活中农户对绿色农产品的市场信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绿色农

产品市场的主观认可;二是对绿色农产品市场具有积极的预期。市场信任既强调了农户能以高价从市场购买到优质的农产品,又

强调农户生产出的绿色优质农产品能够卖出更高的市场价格[9]。在农户对绿色农产品市场的主观认可方面,农户的食品安全重要

性认知是农户进行绿色安全农产品生产的基础,只有当农户主观意识到食品安全重要,其生产的可能性才会发生[7]。同时农户所处

的绿色农产品市场也应该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市场,也即农户也有绿色安全农产品消费的市场需求,而这种消费需求偏好会进一步

促进农户的绿色农产品生产供给[10]。在农户的绿色农产品市场预期方面,优质优价的市场原则能够实现农户绿色生产效益最大化
[8]
。在市场化条件下,追求更高的市场利润是农户采纳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根本目的,而绿色农产品存在的市场溢价能够满足农户

的这种利益需求。同时绿色生产具有较高的成本投入和技术风险特征,导致农户绿色生产的未来效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19]。因此,

对于大多数风险规避的农业生产者来说,积极的市场预期是其进行绿色生产的重要因素[3]。据此提出研究假说一(H1):农户的市场

信任度越高,施用生物农药进行绿色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 

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公共性、社会性和外部性等特征,使得市场需要依赖政府的补贴和惩罚措施激励和约束农户的绿色生产行

为[2]。在低信任度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组织效率极其低下,而制度的规范与限制设计则能改观这种低效无序状态[17],且不同

的政策制度安排对农户的绿色农产品生产行为具有较大的影响差异[2]。制度设计可分为激励与约束机制,其对农户绿色农产品市

场信任的调节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制约市场中的机会主义者,优化绿色农产品市场环境,从而提

升农户的市场信任度,促进农户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小农户的农业生产具有随意性,但会因为害怕受到制度惩罚而遵守行为准则[4],

且农户的生产准则往往遵循合法性要求[20],这与 Williamson[21]的制度信任观点基本一致。生产者相对农产品消费者而言,对食品

质量信息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很可能产生道德风险[12]或机会主义者行为[22]。因此,需完善法律法规的处罚

规定,提高食品生产企业的违法成本,加重对不安全食品生产者的法律制裁[13]。其二,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引导市场的发展方向,

稳定农户的市场预期。政策制度设计对绿色农产品生产未来回报的预期存在的不确定性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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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信任缺失的环境下,信任的投资者更加需要监管的保护,严格的监管法规有助于在市场参与者之间保证公平和公正[14]。而

在监管制度比较健全的信任品市场中,生产者的失德和违法行为较为容易被发现和曝光,相关事件也会得到严肃的公开处理,使

得公众对政府的监管和整个行业的信心得以提升
[23]
。同时相应的生产政策补贴制度也能降低农户生产成本投入,传递国家区域未

来的农业发展方向,进而增强农户的市场信任[11]。当然,对农产品的安全风险管控也需要政府、企业与生产组织等社会多元主体

的参与[1]。据此提出研究假说二(H2):市场的激励与约束制度环境能够有效弥补市场信任不足,从而规范和引导农户的非绿色农业

生产行为,促进农户施用生物农药。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课题组 2018 年 7～8月于湖北省展开的农户调研。随着 2018 年湖北省“双水双绿”3发展项目的实施,

以“虾稻共生”模式催生出的“绿色稻”“生态米”“有机稻”等争相成为湖北省各地(市)政府推行的首要农业发展目标。湖

北省已在绿色农业生产转型方面得一定的成效,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代表性。本文依次从湖北省黄冈、潜江、襄阳、宜昌中选

取 2～3个乡镇
4
,再从每个乡镇随机抽取3～4个村庄,共选取 13个乡镇 38个村庄开展农户入户调研工作。问卷内容主要围绕水

稻生产的基础设施与环境状况、生产经营成本收益、绿色发展现状、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等内容展开数据收集工作,通过调查员与

农户一对一的访谈形式填制问卷,以保证问卷题项表述的准确和统一,经后期的调研误差排查和整理后最终获得 804 份水稻种植

户的有效样本数据,其中黄冈市204 份、潜江市 152 份、襄阳市 235 份、宜昌市 213份。 

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可知(表 1):(1)样本农户的平均年龄为 50.391 岁,受教育程度主要在初中及以下,平均年限为 6.641

年,且样本农户的水稻平均生产规模为 0.55hm
2
。(2)农户的食品安全重要性认知程度较高,市场农产品安全性信任程度较低。样

本中54.72%的农户意识到施用化学农药带来的危害,并有86.32%的农户都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较为重要,然而69.90%的样本农户

对市场上售卖农产品的安全性表示担忧。由此可见,人们的食品安全观念在不断提升,但同时能否在市场上购买到“放心”的农

产品仍然是一个问题。 

表 1样本农户的统计特征 

特征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特征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户主年龄 

40 岁以下 37 4.60 

施用化学农药的危害 

非常小 55 6.84 

40～50岁 151 18.78 比较小 180 22.39 

50～60岁 326 40.55 一般 129 16.04 

60～70岁 231 28.73 比较大 316 39.30 

70 岁以上 59 7.34 非常大 124 15.42 

受教育程度 

文盲 93 11.57 

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 

非常不重要 3 0.37 

小学 321 39.93 较不重要 19 2.36 

初中 290 36.07 一般 88 10.95 

高中 91 11.32 较重要 423 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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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及以上 9 1.12 非常重要 271 33.71 

水稻的种植规模 

0.2hm2以下 169 21.02 

市场农产品的安全性 

非常不安全 72 8.96 

0.2～0.4hm2 192 23.88 较不安全 260 32.34 

0.4～0.6hm2 144 17.91 一般 230 28.61 

0.6～0.8hm2 168 20.90 较安全 223 27.74 

0.8hm2以上 131 16.29 非常安全 19 2.36 

 

2.2 模型构建 

研究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施用生物农药,属于二分类选择变量,因此构建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分析: 

 

式中:Yi 为第 i 个样本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表征变量,Yi=1 表示农户施用生物农药,Yi=0 则表示农户未施用生物农

药;MarketTi 表示农户的市场信任;Institutioni 为市场激励或约束机制,并采用交互项的形式进行激励或约束机制的交互作用检

验;Xi为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βn为模型的待估计系数;εi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且假定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2.3 变量选取 

(1)因变量。 

从调研实地情况来看,绿色稻米的主要检测指标是农药残留。因此,本研究将聚焦于水稻生产过程中农药的投入,以农户“是

否施用生物农药”作为模型因变量。 

(2)核心变量。 

借鉴陶善信等[9]、张一林等[14]学者研究,本文将市场信任界定为农户对农产品市场给予积极的评价和肯定,并持有稳定乐观市

场预期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将从市场认同和市场预期 2 个维度来测量农户的绿色农产品市场信任,并分别设置 3 个问题对其进

行测度。市场认同依次从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认知、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认可和周边农户市场认可 3 个方面进行测度[8,13],市

场预期则依次从绿色农产品的销售难易程度、绿色农产品的市场溢价和溢价能力 3个方面进行测度
[19]
。 

针对这 6个测度问题,本文将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一步得到农户的市场信任度,运用 SPSS 软件对上述6个测度问题进行因子

分析,结果显示测量题的取样足够度检验 KMO 值为 0.63,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652.59,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满足因子分析的适用性要求。再采用主成份法和基于特征值大于 1 的抽取方式,并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后得到 2 个公因子,

将其依次命名为市场认可和市场预期,两者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 82.13%。通过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占总积累贡献率的比重进行赋权,

最终通过加权总和得到市场信任值。对市场信任的测度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得到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Alpha 值为 0.77,

满足信度检验要求。此外,各测度题项的载荷值都大于 0.50,可认为测量的收敛效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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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节变量。 

激励与约束机制都是解决绿色农产品市场外部性的有效手段
[12]
,而且在信任缺失的环境下,监督管控政策能更好的引导市场

的方向,稳定农业生产者的市场预期。本文将借鉴王建华等[1]学者研究从正向的补贴激励制度和负向的监管和质量检测等约束制

度 2个方面选取指标,来探讨不同政策环境下市场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4)控制变量。 

为了避免模型遗漏重要变量带来有偏估计,本文将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模型中纳入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

认知等控制变量。参考杨志海
[3]
,选取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 3个指标反映农户个人特征;参考朱淀等

[19]
选取家庭收入

水平、生产规模和农业劳动力 3个指标反映农户家庭特征;参考余威震等[6]学者研究,选取生态环境感知、农药和化肥的污染认知

3 个指标来反映农户认知因素;此外,在模型中纳入种粮目的[8]、品牌构建和合作社组织[10],并将地区变量加以控制。上述各变量

的定义与赋值情况如下表 2所示。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差异 

对不同条件下的农户生物农药技术采纳行为进行独立样本统计检验可知(表 3):(1)农户对目前市场上售卖的农产品缺乏消

费信任,69.78%的样本农户对市场上售卖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表示担心。(2)绿色农产品市场尚不完善,农户缺乏绿色农产品生产信

任。虽然 68.28%的样本农户认为绿色农产品能更好的被售卖,但仅 32.21%的样本农户认为自己生产的绿色农产品能卖出比普通

农产品更高的价格,高出的价格范围在 10%～300%,平均溢价 50%。(3)绿色农产品溢价可能性越大,农户生物农药施用率越高。在

具有市场溢价的情境下,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率达 51.16%,比没有市场溢价情景高 6.47%,且独立样本检验 t 值显著。(4)有补贴

激励情境下,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率为 51.55%,高于没有补贴激励的 45.11%,但独立样本检验 t值并不显著。(5)有质检与监管约

束的情境下,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率为 62.79%,高于没有质检与监管约束的 58.22%,独立样本检验 t值显著。由上分析可知,目前

农户绿色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市场信任明显不足,在有市场溢价、补贴激励和质检与监管约束的情境下,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概

率有所增加。当然,有关市场信任、补贴激励和质检与监管约束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表 2模型中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类别 

变量

名称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

差 

因变

量 

绿色

生产

行为 

是否施用生物农药:1=是,0=否 0.468 0.499 

核心

变量 

市场

信任 

市场认同:①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吗1=非常不重要,2=较不重要,3=一般,4=较重

要,5=非常重要;②认为市场上出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吗 1=非常不安全,2=较不安全,3=一

般,4=较安全,5=非常安全;③认为周边村民对市场上的农产品信任吗 1=非常不信任,2=较

不信任,3=一般,4=较信任,5=非常信任;市场预期:①认为绿色农产品的销售难易程度 1=

非常难,2=比较难,3=一般,4=较容易,5=非常容易;②假如种植绿色农产品,能卖出高价的

可能性 1=非常小,2=较小,3=一般,4=较大,5=非常大;③绿色农产品出售比普通农产品高

出的价格范围 1=0～20%,2=20%～40%,3=40%～60%,4=60%～80%,5=80%以上 

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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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

变量 

激励

制度 
政府对购买绿色生产物资的补贴力度:1=非常小,2=比较小,3=一般,4=比较大,5=非常大 1.991 1.091 

约束

制度 
农业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是否有监管或质量检测:1=是,0=否 0.545 0.498 

控制

变量 

户主

年龄 
户主真实年龄,单位:岁 50.391 9.892 

受教

育程

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单位:年 6.641 3.534 

政治

身份 
是否为公职人员或村干部:1=是,0=否 0.071 0.257 

家庭

收入

水平 

2017 年家庭总收入,单位:万元 5.857 4.026 

生产

规模 
2017 年水稻种植面积,单位:hm2 0.551 0.821 

农业

劳动

力 

家庭总农业劳动力人数,单位:人 1.825 0.730 

生态

环境

感知 

目前农业生产污染严重程度:1=非常不严重,2=较不严重,3=一般,4=较严重,5=非常严重 2.981 1.162 

农药

污染

认知 

认为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影响:1=非常小,2=比较小,3=一般,4=比较大,5=非常大 3.341 1.180 

种粮

目的 
生产粮食的主要目的:1=满足口粮,0=销售增收 0.327 0.469 

品牌

构建 
当地是否具有特色农产品品牌:1=是,0=否 0.195 0.397 

合作

社组

织 

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1=是,0=否 0.077 0.267 

地区

变量:

黄冈 

1=是,0=否 0.254 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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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 1=是,0=否 0.189 0.156 

襄阳 1=是,0=否 0.292 0.235 

宜昌 1=是,0=否 0.265 0.218 

 

表 3不同条件下的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 

样本占比(%) 

绿色产品溢价 补贴激励 质检与监管约束 

不能 能 无 有 无 有 

未施用生物农药占比 55.31 48.84 53.89 48.45 41.80 37.21 

施用生物农药占比 44.69 51.16 46.11 51.55 58.20 62.79 

独立样本 t检验 Pearsonχ2=2.950,P=0.086 Pearsonχ2=1.012,P=0.314 Pearsonχ2=35.26,P=0.000 

 

3.2 市场信任与制度环境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运用 Stata 软件对式(1)进行相应的数据检验与回归。首先,依次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得到方差膨胀因子(VIF)

取值范围为1.015～1.386,远小于10的判定标准[11],未发现变量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其次,在模型中依次纳入市场信任与制

度环境进行样本回归,依次得到模型(1)和模型(2),验证被解释变量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独立影响;最后,在模型中纳入市

场信任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得到模型(3)。模型回归的 PseudoR2不断变大,模型的解释力度增加,且模型检验的 Wald 值均显著,

说明模型估计结果较为合理,结果见表 4。 

表 4市场信任、激励与约束机制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市场信任 0.079*** 0.012 0.097** 0.038 0.156* 0.082 

激励制度 
  

0.039 0.041 0.043 0.045 

约束制度 
  

0.650*** 0.113 0.622*** 0.091 

市场信任×激励制度 
    

0.098* 0.052 

市场信任×约束制度 
    

0.155** 0.063 

户主年龄 -0.533* 0.267 -0.480* 0.267 -0.610** 0.209 

受教育程度 0.031* 0.018 0.039** 0.015 0.030* 0.016 

政治身份 0.100 0.120 0.112 0.176 0.130 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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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水平 -0.023 0.049 0.016 0.059 -0.009 0.048 

生产规模 0.187** 0.058 0.171** 0.044 0.179** 0.043 

农业劳动力 -0.029 0.066 -0.070 0.071 -0.071 0.073 

生态环境感知 0.001 0.039 -0.026 0.041 -0.023 0.039 

农药污染认知 0.089** 0.032 0.061 0.045 0.059 0.051 

种粮目的 0.061 0.132 -0.032 0.133 -0.029 0.125 

品牌构建 0.149 0.120 0.143 0.129 0.198* 0.115 

合作社组织 0.266* 0.192 0.312* 0.187 0.336* 0.179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804 804 804 

PseudoR
2
 0.040 0.079 0.122 

Waldchi2 43.560*** 80.205*** 82.112*** 

 

(1)市场信任与制度环境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独立影响。 

模型(1)结果显示市场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回归系数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方向为正,也即农户的市

场信任水平越高,则施用生物农药的概率越大,市场认可度和市场预期将影响农户的绿色农产品生产行为。假说H1得到验证。模

型(2)结果显示市场约束制度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回归系数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方向为正,但市场激励制度对

农户的影响且并不显著。回归结果说明在现有的市场体制下,监管和质量检测等市场约束制度相较于生产要素补贴激励制度而言,

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进行绿色农产品生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主要原因可能是:虽然目前政府实施绿色生产要素采购补贴政策

来激励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但样本统计显示,87.94%的农户认为目前的补贴力度不够,加上生物农药成本较高,较低的补贴额度

很难转变普通农户的生产用药习惯。与此同时,66.29%的样本农户认为目前市场违禁农药的监管执法力度较大。可见,激励与约

束制度目前对市场的规范引导作用存在一定差异,但市场约束制度的制定确实对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2)市场信任与制度环境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交互影响。 

模型(3)结果显示市场信任与激励制度的交互项通过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市场信任与约束制度的交互项通过 5%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两者都正向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且与模型(1)和模型(2)中的独立影响方向一致。假说H2得到验证。在农户

的绿色农产品市场信任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市场激励与约束制度的存在都能有效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换而言之,一方

面市场激励与约束制度能有效弥补农户市场信任水平不足的情况;另一方面当市场激励与约束制度不完善的时候,农户的市场信

任也能促进农户进行绿色农业生产。目前我国绿色农业发展尚处于初步阶段,无论是绿色农产品市场构建还是绿色发展制度体系

建设都不够成熟,而这两者间存在的互补效应对于我国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无疑提供有效的支撑。 

(3)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模型(3)中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品牌构建、合作社组织与地区变量等指标也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农户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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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施用行为产生影响。其中户主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则水稻生产过程中施用生物农药的概率越小,这与杨志海[3]研究结

论基本一致。年龄越大、教育水平越低农户得生态环保意识相对薄弱,对新技术的学习接受能力下降,会阻碍农户的生物农药技

术采纳。农业生产规模越大,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概率越大,这主要因为农业生产大户的市场依赖性较高,因此被质检时承担的市

场风险要高于小农户。区域品牌构建和参与合作社组织也能有效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品牌构建能向消费者传递绿色农产品

市场属性信息,而合作社组织则能对分散农户的生产行为进行统一管制。此外,地区变量带来的显著性影响是因为不同区域“生

态稻米”政策的执行程度不一样,样本地区中潜江市目前的“双水双绿”工程进展最快,相应的生物农药技术的推广应用已经非

常成熟,绿色农产品的生产转型明显优于其他样本地区。 

3.3 不同市场约束主体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影响 

社会多元主体治理是弥补政府职能有限性的重要途径[1],在对农户绿色农产品的生产监管过程中,政府属于第三方,而企业是

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两者在农产品生产监管中发挥的作用和效果不尽相同[14]。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对市场约束主体进行细分,包括

企业监管 5与政府监管,并通过分组回归的结果来揭示不同主体治理情境下市场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差异。结果

见表 5。 

表 5不同市场约束主体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影响 

变量名称 

企业监管 政府监管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市场信任 0.102* 0.061 0.289*** 0.097 0.051 0.043 0.169* 0.089 

约束制度 0.792*** 0.113 0.851*** 0.109 0.035* 0.018 0.003 0.097 

市场信任×约束制度 
  

0.288*** 0.071 
  

0.132 0.118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2 0.102 0.117 0.059 0.053 

Waldchi2 95.631*** 115.482*** 45.267*** 52.331*** 

 

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监管或质量检测等约束制度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政府监管或质量检测等约束制度通过 10%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两者都能显著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但同时,企业对农户生产的约束作用要优于政府的约束作用,且企业约

束与市场信任的交互效应显著,而政府约束与市场信任的交互效应并不显著,说明政府约束制度相对于企业约束制度而言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我国目前农村绿色发展的制度建设过程中,政府部门对农户绿色生产的监管存在较多的制度执法不严、执法不勤、

执法空白等问题,当然对全国的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监管也不太现实。那么相较而言,企业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其对农户的约束

机制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农户市场收益的决定中更具有话语权,因此发挥出来的效果也更好,而且企业(收购方)的监

管能局部优化绿色农产品市场环境,提升农户的市场信任水平。 

3.4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市场信任与农户绿色农产品生产行为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从而带来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例如农户进行绿色农产

品生产后也可能会带来市场信任的提升。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引入工具变量来探讨市场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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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将选取“村域其他样本农户市场信任水平的平均值”为工具变量,因为村域其他农户的市场信

任水平会促进农户的市场信任,但并不直接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决策。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模型进行稳健估计(表 6)。

同时利用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和DWH 方法对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发现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市场信任、约束制度及其交互项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的影响较为一致,因此可验证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定性。 

表 6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市场信任 
  

0.307** 0.112 

激励制度 0.041* 0.029 -0.019 0.016 

约束制度 0.049* 0.031 0.251*** 0.055 

市场信任×激励制度 0.271*** 0.021 0.067* 0.034 

市场信任×约束制度 0.366*** 0.053 0.132** 0.044 

IV 工具变量 0.292*** 0.04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2 0.792 0.231 

Waldchi2 73.64*** 115.32*** 

工具变量检验 C-DWaldF=43.52,HausmanP=0.020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是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根本原因,重建食品安全信任机制是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

途径。区别于以往消费者视角市场信任机制构建,本文基于农业生产者视角,利用湖北省804 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讨

了市场信任、制度环境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农户对目前市场上售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缺乏消费信任,69.78%的样本农户对市场上售卖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表示担心。

同时农户缺乏绿色农产品生产信任,仅 32.21%的样本农户认为自己生产的绿色农产品能卖出合理的价格。 

(2)市场信任对农户采纳生物农药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激励制度相比,市场约束制度对农户采用生物农药的影响更显

著。同时市场激励与约束能有效弥补农户市场信任水平不足,共同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 

(3)政府与企业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政府和企业监管都能显著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但企业对农

户生产行为的约束作用效果要优于政府。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启示:首先,我国农业生产者陷入消费与生产的双重信任危机,重构生产者信任机制,提升农户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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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农产品市场信任水平,对于化解“信任危机”和促进我国绿色农产品的市场供给至关重要。其次,市场制度的建设是规范农户

绿色生产行为,重塑市场环境的有效途径,且市场约束机制体系的构建极其有必要。最后,在绿色农产品市场制度环境规制过程中,

企业力量能有效弥补政府职能的有限性,因此要鼓励和联合企业主动参与绿色农产品的市场环境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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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8)》. 

2② 食品短链指“短”的食品供应链,拉近消费者与初级生产者的距离,回应人们对食品质量、安全等问题的关切. 

3“双水双绿”项目,即在水稻与水产和谐共生的立体种养模式下,产出绿色稻米、绿色水产品,响应国家深化供给侧改革号

召,实现绿色水体、绿色农业、绿色农村发展目标. 

4 依次包含黄冈市方家嘴乡、赤东镇、八里湖镇;潜江市张金镇、渔洋镇、浩口镇;襄阳市肖堰镇、武安镇、清河镇、九集镇、

城关镇;宜昌市鸦鹊岭镇、分乡镇. 

5 本文中所指的企业指农户生产农产品的收购方,具体包含零售客户、商贩、超市、公司等主体. 


